
一、方法论类型与问题

海外谢晋电影研究的方法论类型集中表现为三种：其一是社会—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

通常以革命浪漫主义来概括谢晋电影的政治美学表现，着重研究其电影中不对称的社会关

系。其二是借助西方“情节剧”理论进行理论观念的跨文化平移，研究谢晋电影的叙事样式与

情节结构，电影内部空间与人物关系，以及影像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人物主体性等问题。第三

种研究虽然表面上采用“情节剧”理论，但其方法论依据在于通过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符码来重

新解码—编码谢晋电影中的人物关系组合与情节发展指向。

1. 社会—文化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今，海外的谢晋电影研究具有一个贯穿多年的共同点，即关注谢

晋电影与中国当代历史政治的关联。社会—文化批评方法的特质决定了相关研究必然牵涉政

治，而谢晋电影的现实主义特征和政治元素的展示为此类方法论提供了充裕的论说空间。这

类研究的逻辑起点建立在谢晋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上，重视谢晋电影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

同步反映程度，注重电影主题与中国社会政治事件的关联程度。最早翻译谢晋电影的英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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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界中的谢晋电影研究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研究中存在三种常见的方法论模式：社会—文化批评，情节剧类

型研究以及重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的阐释方法。三种方法论模式虽然选择不同的理论作为阐释基础，在选择文本对

象时却不约而同地集中关注谢晋电影中呈现当代政治主题的作品。除了趋同的视点选择之外，有些研究还不同程度

地表现出潜在的东方主义症候，包括跨文化解读中的意识形态成见和论述中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偏差等。由此不仅

导致研究本身的方法论矛盾，而且导致对“中国影像”的误读以及对“影像中国”的想象性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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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裴开瑞（Chris Berry）在纪念谢晋导演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文化身份”问题，即“谢晋究

竟是否可以被称为‘电影作者’”。尽管赋予谢晋“电影作者”称号意在致敬，但裴开瑞却难以单

纯地仅分析导演的独特创作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他发现，谢晋研究需要特别面对谢晋电影与

中国时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经过分析，他认为谢晋电影在全盛时期所引起的社会震动是

因为作品中包含的社会映像，而后来谢晋电影被冷落也是因为整个社会氛围对前一历史时期

的努力改写甚至有意淡忘。因此，需要在意识形态变化的语境中理解谢晋电影的接受视野的

变化。谢晋作为“电影作者”的价值支点，最终仍然要回复到其电影的“政治冒险”以及“政治上

的大胆与宣扬爱国主义之间的张力”①。

同样，纳卡吉马（Nakajima）也强调，即便用通常着重于审美风格研究的“作者理论”去观照

谢晋电影，也无法忽略其作品中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和产业的语境”，因为

其导演生涯“几乎跨越了现代中国史上的动荡时期”，是“文革时期少数几个被准许拍电影的

人之一”，由于其“自我身份和策略选择”在时代顺序上表现出与社会语境各要素的互动，谢晋

电影的风格因此被概括为“政治—历史的现实主义”②。

马兰清（Gina Marchetti）围绕《舞台姐妹》的探讨是这一研究的典型例子。

谢晋的《舞台姐妹》以1949年为分水岭，拍摄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人物命运，覆盖

了中国现代史上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权更迭。马兰清首先对影片中1949年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进

行语境解读。对于影片再现的1949年前旧社会演艺界实况，马兰清专注于越剧行业的黑暗，

补叙“走码头的戏班里，年轻男孩出演女性角色并且被当作同性娈童。女演员也常常被充作

娼妓”③的事件，将月红唱堂会时险些受辱的情节放大，又援引越剧演员的回忆录，强调戏曲班

子被侮辱、被损害的氛围和窘境。

马兰清虽然同情《舞台姐妹》所展示的1949年前艺人的困顿命运，认为其真实地反映了中

国特定的历史阶段，但并不认为“舞台姐妹”在1949年后接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因

为前一阶段受到的压迫所致，转而借助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将影片1949年后的人物命

运归因于政治宣传功能，断言《舞台姐妹》是毛泽东个人意愿在艺术和文化社会事件中的又一

次显现④。

谢晋导演曾在创作谈中对《舞台姐妹》解释说，这部电影并非典型的“毛时代电影”，尽管

导演屈从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而增加了“传声筒”色彩，但片中主要人物竺春花，其心理动因更

多地源自于历史本身，源自于角色自然产生的反抗意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而事实上，《舞

台姐妹》几经波折，不断修改的命运，恰恰呈现出影片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多重对话关

系。当然，在当时艺术家的个体自由与“组织讨论”（谢晋语）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导演始终处于

弱势，这也是无法忽视的。

2.“情节剧”研究

谢晋的作品在中国电影界被笼统冠以“国产彩色故事片”的称呼，而海外研究者则常常借

用“情节剧”概念加以命名，而这一命名俨然已经成为海外学者进入谢晋电影的基本共识。几

乎每一位使用“情节剧”方法的海外学者，都会提及彼得·布鲁克斯的《情节剧想象》，这显然是

他们共同沿袭的方法论基础⑤。有学者“认为谢晋电影同时吸收了好莱坞和中国情节剧的养

分”，而且“似乎找到了解决精神创伤的办法”⑥。当然，海外学者充分意识到，对谢晋电影直接

套用“情节剧”理论，未必适当，因此希望细化，进而尝试“理论观念的文化平移”。尼克·布朗

（Nick Browne）特别指明谢晋电影和欧美情节剧不尽相同，更确切的概括应该是“政治情节

剧”，代表作如《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这些影片“密切关注右派形象及其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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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和处罚，关注历史为之平反的过程”⑦。卡普兰（Kaplan）对是否能够顺利使用“情节剧”理

论研究中国电影也有类似的疑惑，因为欧美情节剧产生于18世纪，使用这一方法对中国电影

进行跨文化研究可能会造成“海外研究者的立场陷落于想象的他者中”。她在考察中国当代电

影的生产环境之后，认为中国还没有构成产生情节剧的社会土壤⑧。

当谢晋电影被共识性地认定为“根据复杂的政治主题而创造的悲剧情节剧”⑨时，影片中

的人物通常被抽去社会主体性，成为个性被压抑、自我被异化的政治符号，关于女性形象的读

解尤其如此。在西方传统的“情节剧”理论视域中，女性形象被视为构成罗曼蒂克戏剧化的主

要因素，但“情节剧”理论政治化之后，其模型发生改变，具体用到谢晋电影中的女主角身上，

情节分析让位于政治暗示。

关于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海外学者认为该片虽然在形式上使用了经典的情节剧模式，

实际上却是服务于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片中的女性命运与当时的政治主导话

语构成“共谋”关系。卡普兰认为，尽管1979年完成的《天云山传奇》已经突破了中国电影中常

见的“宣传”样式，却仍然没有达到情节剧的叙事程度。影片把女性的“幸福”依附在为国家效

忠的工作上，“忽视并低估了女性的主体性和性欲”，“女性把国家当作她的欲望的对象或者把

性欲置换成为国家工作”⑩。冯晴岚对罗群的爱与奉献，不再是感人的浪漫情感，反倒成为女性

主体性缺失的证明。

在情节剧方法论下受到主体性质疑的女性角色还包括谢晋的《芙蓉镇》。“情节剧的情节

催人泪下，妇女们看起来是尤其有力的女性角色……然而他（谢晋）的女强人只有在和另一个

更为强大的男性为伍时才能抵达成功。”在基普尼斯（Kipnis）有关《芙蓉镇》的研究中，胡玉音

的“文革”悲剧被归罪于当时的“毛主义”（Maoist），而这个“毛时代”的牺牲品，在邓主义

（Dengist）的领导下，获得了完整的家庭，个体生意重新开张。因此，《芙蓉镇》的女性形象塑造

不仅在于拒绝毛主义的“性/性别/亲缘”规定，而且是为了帮助植根于当时已经在中国占据优

势的完美的邓主义“性/性别/亲缘”輥輯訛。在政治化的情节剧方法观照下，国家的时代政治变更成

为步步对应女性命运的直接诠释。

3. 中国传统文化解码研究

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符码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的海外研究者，其身份属性都带有华人或者

华裔背景。一方面，中国电影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对他们自身的文化成长经历构成意义的召唤；

另一方面，在惯用的西方理论话语类型之外开掘中国电影文本意蕴结构的冲动，促使他们假

道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比如，华裔学者丘静美把道家观念引入对《黄土地》的解读，以此来分析

该影像文本为什么存在不能顺应西方理论理解的现象；而王跃进也曾引入“阴阳”等中国理念

对西方的相关概念进行修正，对《红高粱》进行中国语境下的重新阐释輥輰訛。

谢晋的艺术历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而生的“最后一个大师”輥輱訛。导演

自述与相关研究数量丰赡，即便是初涉谢晋研究领域的海外学者，对此也有基本的前提性认

知輥輲訛。

在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阴阳概念曾被反复应用。中国古代的“阴阳”分野和中国当代

政治格局中的“左右”派别被对应起来。马宁（Ma Ning）认为，中国情节剧电影的空间呈现以及

空间中人物身份的布局方法，皆源自中国戏曲艺术中的场面调度，而后者又“受到中国古代阴

阳学说的深刻影响”輥輳訛。具体到谢晋拍摄的政治抒情剧影片，银幕上的左边是阴/反面人物，右

边是阳/正面人物。而“中国传统舞台布局有阴阳之分……面向观众时，男性角色被安排在女

性角色左边，从而男女演员的阴阳和舞台布局的阴阳构成平衡。从观众角度看，男性角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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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角色右边。他们一同构成阴阳的结合”。马宁采用阴阳学说界定戏曲舞台人物站位排

序，其目的在于分析谢晋电影作品中的人物与空间的关系。马宁由此推论说：“尽管银幕上人

物的空间关系比舞台上的复杂得多，但是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仍然经常采用舞台惯例，特别是

那些具有戏剧背景的电影人。通常，银幕的右边与阳/正面价值相联系而左边与阴/负面价值

相联系。”輥輴訛可见，“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是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

认同的理解代码”輥輵訛，从而以平移方式完成从中国古代戏曲到当代电影的全面置换。

以阴阳学说解读谢晋电影的两两对应结构，已经有批评者指出其中的不足，因为“某些结

论显得过于整齐，还需要进一步的佐证，以证实它们的真实性”輥輶訛。其实，仅以戏曲舞台男女站

位直接推演出电影画面的性别/价值的布局，这样的演绎缺乏对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媒介作

出必要的铺垫说明，并不像80年代中国电影“影戏说”理论那样侧重于从多重关系中总结归纳

出中国电影与戏曲传统的逻辑关联輥輷訛。

二、东方主义症候

萨伊德曾指出，社会—文化批评意味着“社会和文艺文化只能放在一起来研究”輦輮訛，应该具

有逻辑上的连贯性。采用社会—文化研究的海外学者面对谢晋电影有关新/旧中国影像的叙

述，却由于价值立场的双重标准导致方法论运用上的裂隙。事实上，谢晋电影的“影像真实”并

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转化为呈现“真实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应该沿用西方固有的思维对中国

当代史进行观照，以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标签切分谢晋电影。

海外有研究者把谢晋电影置于中国前/后“文革”时期的特殊背景，多方证明其对主流政

治的迎合态度和宣传功效，就此展开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批评。甚而在进入研究对象之前，采用

类似宣言式的“注释/ Notes”，着意说明与中国彼时政治立场的对立。这些宣言与正文中关于

谢晋电影的分析不构成真实意义上的互文关系，所采用的历史描述、名词概括以及语言修辞，

溢出了文本分析的范围，接近西方主流媒体的宣导輦輯訛。

政治维度作为社会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不需要刻意回避。然而，如果研究者不是按照对

象文本所能容纳的学理空间进行分析，而是有违相关的研究范式，强调意识形态差异，其分享

政治热点和凝聚公众注意力的意图已经不限于解读中国电影本身。一旦研究掣肘于意识形

态，就很难不暴露出方法论上的逻辑矛盾，尤其在分析电影文本细节时，其主观选择性摇摆于

突出强调或刻意忽略之间，显示出难以弥合的方法论矛盾。

就《舞台姐妹》的创作意图而言，影像呈现之所以“大部分是旧社会”，一是要用“悲剧因

素”反映旧社会戏曲艺人地位低下，对这些苦难的展示也婉转回答了竺春花为什么乐于接受

进步思想的动员；二是为新社会提供“振奋”的精神，最重要的是其中包括了对“斗争”必然发

生的历史动力的解释輦輰訛。马兰清忽略上述情节中所蕴含的有关阶级反抗的必然动力的描述以

及相应的政治批判指向，只接受影片前半部分即1949年前的叙事现实性，排斥后半部分包含

的人物思想改变的动因。换言之，中国政党革命的意识形态内容被忽略，一旦涉及中国新民主

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研究者的政治批判意识却“一键恢复”，把《舞台姐妹》定性为又一个“毛

思想”宣传站。这与谢晋电影作品中的政治元素在海外被过度重视有关。当政党批判成为海外

学者理解中国电影的中心坐标，谢晋及其作品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海外学者随之而来的政治附

会。谢晋往往被视为“毛时代的电影人，是环境的产物，即便不是全然由政治塑形，也是敏锐感

知（并常常接受）党和产业的指令”輦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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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斯（Raynes）一方面承认《舞台姐妹》是谢晋最出色的电影，但在介绍这部电影时，却

有意突出电影拍摄年代的政治格局，在叙述影片情节前非常突兀地插入一句：“他在1964年拍

出了自己最好的电影，就在刘少奇对毛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全盛时期：《舞台姐妹》自传性地记

录了一个流动戏班在浙江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上海戏院重建的经历。”輦輲訛论述的上下文关

系间出现了文本裂隙和意义跨跃，显然与学理训练无关。

与此同时，谢晋电影的海外旅行也受到“意在文外”的关注。如某些海外评论曾一度放大

《芙蓉镇》影片本土版与海外版的差异———客观上承认《芙蓉镇》海外删减版是出于“缩短放映

时间”等实际原因，主观方面却又坚称导演此举是为了“减轻电影的政治刺激性”。比如针对谷

燕山在手术室外等候胡玉音剖腹产、闪回建国前战争场面那场戏。导演曾指出，将两组镜头组

接成一个段落，包含了多层次的隐喻象征。“战争年代（谷燕山）为新中国流过血”、“胡玉音分

娩的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不知流了多少血”，所以“流血镜头的寓

意和给人的启示是很多的”輦輳訛。遗憾的是，导演的创作自白没有被海外学者采信。雷恩斯虽然也

理解到这一连串镜头所使用的快速交叉剪接（rapid crosscutting）和覆加声音（overlaid sound）在

胡玉音困厄中产子与“新中国”艰难诞生这两者之间建立了清晰的蒙太奇式关联，却又特意指

出这个段落的删除不是为了缩短时长，而是担心国外的观看效果。雷恩斯确信：“至少有一处

剪切（谷燕山在胡玉音产下新生儿时的闪回）是出于担心争议性场景会在国外引起嘲笑”輦輴訛。

为什么新生儿呱呱坠地与新中国诞生这两个场景引发的相互关联的隐喻影像可能引发

海外观众的“嘲笑”？按照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逻辑划分，引起嘲笑的艺术作品属于喜剧类型，

而喜剧摹仿的人物则是“比一般人更低劣的”輦輵訛。但是《芙蓉镇》闪回段落中的人物谷燕山和胡

玉音都是悲剧形象，导演的情感也蕴涵着悲剧色彩：谷燕山战场上负伤，“文革”时期内心受

创，他冀望于曾经造就国家政权的军队力量輦輶訛。因此，谢晋指出“影片中拍摄的部队医院是带象

征性的”輦輷訛，军医拯救胡玉音母子生命时没有顾虑到阶级成分，这与《芙蓉镇》上仅仅因为胡玉

音是富农分子就剥夺她的再婚权利构成对比；另外，“非常漂亮的”以至于“带着象征意味”的

女军医采用先进的剖腹产医术保护新生命的诞生，和中国社会在80年代所亟需的科技现代化

诉求相互应和。以上诸种解说都不可能归入喜剧类型，更无从引发“嘲笑”。

关于胡玉音产子的象征意义，基普尼斯另有一种阐释。他认为“只有坚定的反毛主义者胡

（玉音）秦（书田）才能生出儿子”，而“毛主义导致（谷燕山）阳痿，（胡玉音和桂桂）不能怀孕，

（李国香和王秋赦）没有生儿育女的愿望，或者（黎满庚和妻子）只有女孩”輧輮訛。显然，某些海外学

者的具体研究已经偏离了西方语境中的技术主义路线，以时代阶段论把中国复杂的政治历史

进程机械地归结为少数代表人物的个人行为，对于影片中普通个体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心理变

化与情感表现视而不见輧輯訛，反映出其研究范式中的东方主义症候。

撷取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来研究中国电影的方法在海外不止应用于谢晋作品，还有整体性

的比如关于“中国电影理论与传统美学的关系”研究輧輰訛。这种思路最早源于应对西方理论直接

进行跨文化分析时所遭遇的质疑和困境。比如产生于西方艺术实践之上的理论方法能否有效

地进入他者文化语境？占据西方话语权力中心并且自居掌控“认知的先进性”的西方批评者是

否能够避免跨文化解读中的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危险？輧輱訛

正如萨伊德在《东方学》中的洞见———东方往往先被描绘成一个遥远且奇异的他者形象。

马宁在对谢晋电影的论述中，强调“在前现代时期，不同的政治团体或帮派想方设法把对立的

党派或组织认定为不道德，并把他们划为外人/非人”。句中表现出未加检省的本质主义倾向，

用笼统的“前现代时期”化简中国历史，继而加入“非人”概念，随意挪用的空洞能指显得似是

海外谢晋电影研究的东方主义症候

111



文艺研究 2010年第 7期

而非。继而，在化简中国历史、虚拟概括中国社会的整体偏差下，论及中国当代现实：“在当代

中国，虽然伦理政治准则可能有别于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儒家和共产主义的元素结合不同，

但政治运作仍然非常相似。”从传统到当代，偌大的历史跨度在西方熟知的中国文化符号的简

单勾连中完成了从论据到论点的直接飞跃。

马宁还在具体分析谢晋电影之外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了超文本批判，这在学理谨严、规

范至上的西方批评场域中是少见的，因为电影批评要遵从基本的影像逻辑和现实逻辑之间既

依存又分立的双重前提，在从文本影像分析过渡到现实社会批判的环节中，必须注意指涉对象

之间的确实相关性。马宁在研究谢晋电影空间性问题时举例说：“在与非集团内的客户进行经济

交易时，中国商人会使用欺诈或其他诡计使利润最大化。类似的剥削关系广泛地应用在经济和

政治领域中的外人身上。”輧輲訛被贴上“欺诈”、“诡计”标签的“中国商人”首先是一个本质主义的、

没有具体所指的整体性概念的概括，缺少必要的区分和限定；其次这个关于“中国商人”的例

证与后文的谢晋电影影像解读不存在明确的逻辑关联，与文内涉及的电影文本没有互证。

造成这种突兀的深层动因显然与东方主义的潜意识不谋而合，类似的贬抑也曾出现在西

方学者对阿拉伯社会的攻击中———“在阿拉伯社会，‘重要的只是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

不择手段’”輧輳訛。对“阿拉伯社会”的曲解与对“中国商人”的指摘，在间隔数十年后还是如此的相

似。不是用平等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东方，而是预先站在既定的出发点上，用西方关于东方的具

有东方主义症侯的理论来描述现实世界和艺术作品中东方人的行为———“东方是非理性的，

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輧輴訛。作为一位文化反省者，萨伊德洞穿了这一文化事实：西方在描

述东方时往往相似，西方学者集体地形成同类观点，并把这个观点发展成为关于东方的普遍

知识类型和研究方式。李陀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电影批评的建议中提出，海外学者“不仅要注

意中国的电影文本，同时还要注意中国的学者怎样理解这些文本”輧輵訛。

三、视点选择的权力

海外英语学界关于谢晋电影的研究起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迄今已经三十余年。在这些

研究中，海外学者在选择文本对象时表现出趋同性，集中关注那些突出表现中国当代历史政

治/政党主题的电影，围绕《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的

研究数量最多。相反，谢晋电影中那些淡化政治、长于审美抒情的作品却少见海外反馈。比如

儿童视角的《啊！摇篮》在完成时间上接近《天云山传奇》，国内赞誉很高，却没有引起海外学者

的兴趣。特别是谢晋导演在1990年前后拍摄的《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及《鸦片战争》，都

不曾激起海外学者的阐释热情。这其实表明谢晋电影在海外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并不是作为艺

术创作整体存在，说明谢晋电影被选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因为谢晋本人的创作水准或艺术趣

味，而是因为部分谢晋电影中涉及的现实政治主题重合了西方对当代中国的热点兴趣，适合

海外学者在解读影像中再造“影像中国”。

较早出现的谢晋电影研究局限于作品目录的索引，出版于1972年的《电影：中国电影及电

影观众报告》转引法国学界资料，提要性地介绍了1955—1964年谢晋电影作品輧輶訛。书中没有分

析具体电影文本，仅以引文方式完成了对谢晋电影作品的评介，重点仍在于谢晋电影的政治

影响。报告转述《舞台姐妹》“饱受谴责”，《大李老李和小李》是“毒草电影”，因为电影设计的

“笑点激起了劳动大众的普遍不满”輧輷訛。书中援引的批评观点来自“文革”期间中国官方电影期

刊，如《大众电影》等对谢晋电影进行的批评輨輮訛。在纪录式的文献准备阶段，海外学者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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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真实指涉，直接引用大字报式的批判话语。

1987年英语学界出版了研究文集《中国电影：新中国艺术形态》，包含编者桑塞尔对谢晋

的面对面访谈，书中采纳中国电影界的代际划分说法，把谢晋介绍为“最杰出的中国第三代导

演”，并且收录了中国年轻一代对“谢晋模式”的批评輨輯訛。相较于70年代西方学者对于谢晋电影

及相关批评的隔膜，这一时期英语学界撰写的中国电影史专著，如《中国电影：1949年后的文

化与政治》对谢晋电影做出了更为广泛的评介，表现出返回中国真实政治历史语境中理解谢

晋电影的意图。同样谈及《舞台姐妹》、《大李老李和小李》，书中具体援引1961年《人民日报》相

关文章，说明谢晋电影在当时受批评，其实是与夏衍艺术路线的实施有隐蔽关联輨輰訛，再度证明

谢晋电影的政治影响。除了著作类成果外，还有侧重呈现谢晋创作经历的综述文章《百花齐

放》，以及着意谢晋主要作品整体研究的访谈辑录輨輱訛。这一时期还有单篇论文具体解读谢晋电

影作品，比如从社会文化批评入手的《舞台姐妹：革命美学的高潮》等。

90年代，海外谢晋电影研究出现新的变化。1993年出版的《情节剧与亚洲电影》，1994年出

版的《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收入了多篇以谢晋电影为研究对象、使用“情节剧”理论

加以解读的论文，表现出海外学者有意使用西方理论进行跨文化分析的趋势。另外，性别理论

也被应用于谢晋电影研究，其中《反毛主义性别：〈芙蓉镇〉移植邓时代的性/性别/亲缘系统》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文。与80年代相似的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文本对象仍然集中于谢晋80年代

的电影作品，90年代的谢晋新作没有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研究中仍然延用“毛时代（毛主义）”、

“邓时代”等社会政治名词来阐释，导致电影中的人物角色只被当成表现中国社会政治变化的

各种符号，他们作为“个体的人”的真情实感一再被忽略。

21世纪前后，对谢晋电影的关注仍就把其作为回应中国现实事件的方式。比如报刊上对

《鸦片战争》与香港回归相关联的报道輨輲訛；2006年出版的《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国家》也认为

《鸦片战争》“标志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同时在电影时间表的对应栏里放入“邓小平辞

世”。书中同时认为《鸦片战争》暗示出谢晋电影和新兴的第五代电影间的张力关系，是中国

“史诗电影”被“大片”同化而趋消失的标志輨輳訛。

自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英语学界谢晋电影研究呈现出的问题（有文

化上的误读，有遮蔽后的挪用，有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语境所造成的前理解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于，西方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东方主义症候的影响，某些海外谢晋电影研究者在论述过程

中存在断裂和矛盾的现象，这导致了在构建“影像中国”时的想象性偏差。对谢晋电影的海外

研究成果进行症候式阅读，指明误读和偏差的具体所在，指出潜隐其中的东方主义成分，并进

一步分析其形成动因，目的就是以谢晋电影的海外研究为个案，在理论对话层面上进行文化

还原工作。这或许是对海外学界构建“影像中国”进行回应和修正的必要之举，也或许可以作

为构建海内外学术研究平等对话的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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